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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２０１２年９月６日，国
办发（２０１２）４８号）和《教育部关于做好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专项规划制定工作的通知》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４日，教基一函（２０１２）１３号）。

为什么有些地方政府撤并了更多

农村学校？

丁延庆，王绍达，叶晓阳

［摘　要］本文以农村学校撤并现象为考察对象，讨论地方政府在义务教育改革中
的激励与政策执行，地方政府在政治集权和财政分权下面临的激励可以部分解释

２００１年以来出现的中国农村超大规模撤弃学校现象。利用县级教育经费统计数据
和经济社会统计数据，本文证实了地方政府面临的不同激励，包括财政分权、政治竞

争、城市化、规模效应等，是导致农村小学数量在不同地区出现“政策性减少”差异的

主要原因。

［关键词］学校撤并；中国农村教育；地方政府激励

一、引言

２０１２年，中国政府出台政策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①。这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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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部分别于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１０年印发文件进行学校撤并政策纠偏之后①，中央政
府“坚决制止盲目撤并农村义务教育学校”，要求“在（县级人民政府）完成农村

义务教育学校布局专项规划备案之前，暂停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撤并，各地不得

以任何理由撤并农村义务教育学校”。这被视作“中国农村历史上力度最大

的”（邬志辉和史宁中，２０１１；范铭和郝文武，２０１１）义务教育学校撤并的终止。
２１世纪第一个十年里，在基本实现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政策目标后，中

国政府针对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２００１年，中国农村
义务教育开始“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

体制”（Ｄｉｎｇ，２００８；Ｚｈａｏ，２００９）②。“以县为主”替代“以乡镇为主”，一方面是
２００１年开始的农村税费改革渠道抽掉“以乡镇为主”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的
基础———多元筹资渠道的必然结果③；另一方面管理重心的上移要求政府“因

地制宜调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２００１年，国务院在《关于基础教育改革
与发展的决定》中要求地方政府“按照小学就近入学、初中相对集中、优化教育

资源配置的原则，合理规划和调整学校布局”④，这标志着新一轮中国农村义务

①

②

③

④

早在２００４年，《教育部、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地区“两基”巩固提高工作的
意见》（２００４年２月１２日，教基（２００４）４号）就提出“各地要遵循‘小学就近入学，初中相对
集中’的原则，稳步推进农村学校布局结构调整工作”。２００６年教育部发布《教育部办公厅
关于切实解决农村边远山区交通不便地区中小学生上学远问题有关事项的通知》（２００６年
６月７日，教基厅（２００６）５号）和《教育部关于实事求是地做好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工作的
通知》（２００６年６月９日，教基（２００６）１０号），针对一些地区出现违背布局调整初衷的情况，
要求“立足本地实际，充分考虑教育发展状况、人口变动状况和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按照

实事求是、稳步推进、方便就学的原则实施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２０１０年教育部在“１号
文件”（《关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２０１０年１月４
日，教基一（２０１０）１号）中再一次要求地方政府“实事求是，科学规划，避免盲目调整和简单
化操作”，同时对条件尚不成熟的农村地区，“要暂缓实施布局调整，自然环境不利的地区小

学低年级原则上暂不撤并”。

《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２００１年５月２９日，国发（２００１）２１号）
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的通知》（２００２年 ４月 １４日，国办发
（２００２）２８号）。

农村税费改革的初衷是切实减轻农民负担，规范农村税费制度，从根本上解决农村

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现象。对农村义务教育来说，取消了约占农村中小学教育经费总投

入３０％的教育附加费和教育集资，而这两项经费是在原有体制下维持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正
常运转的经费（邬志辉，２００８）。

与之配套的有《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的通知》（２００２年４
月１４日，国办发（２００２）２８号）和财政部《中小学布局调整专项资金管理办法》（２００３年６月
１１日，财教（２００３）４７号）。“中小学布局调整专项资金”和“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两
项专项资金也极大地提高了地方政府执行学校撤并政策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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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布局调整的开始①。

学校布局调整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逐年

增加、农村人口出生率持续降低，农村学龄人口不断下降”②。从 ２００１年到
２０１１年十年间，我国农村小学生减少了５２．８％，农村初中生减少了６２．７％③。
在人口迁移和计划生育导致农村生源减少的情况下，我国长期以来的“村村办

小学，乡乡办初中”的农村学校布局④，山区、偏远地区和人口稀少地区为方便

儿童就近入学的教学点⑤的存在，使得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主要以“撤点并

校”的形式进行：撤销农村学校、教学点，将学生集中到少部分中心校或者城镇

学校。

２０世纪以来，与学龄人口变动相匹配，学校撤并作为一项降低教育支出、
提高教育效率的重要教育改革政策在各个国家被广泛推行（ＪｏｌｌｙａｎｄＤｅｌｏｎｅｙ，
１９９６；ＡｄａｍｓａｎｄＦｏｓｔｅｒ，２００２）。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和 Ｇｏｍｅｚ（１９７５）称其为美国教育
最为重要的改革之一（“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ｍｏｓ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早在１９世纪，学校撤并在美国就被视作能够提供更好的教育的手段，
随后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又促进了学校撤并政策推广（Ｂａｒｄｅｔａｌ．，２００５）。
而Ｃｏｎａｎｔ和 Ｇａｒｄｎｅｒ（１９５９）的美国中学现状报告提出的扩大学校规模、提高办
学效率的宗旨也对学校撤并起了推动作用⑥。但随着 Ｃｏｌｅｍａｎ等（１９６６）的教
育机会公平报告发表，教育均等思潮开始影响美国的教育改革，政策制定者开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内蒙古、宁夏、山西、辽宁等省份就开展了局部的中小学布
局调整。１９９５年，教育部、财政部启动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１９９８年教育部明确提出
“合理调整中小学校布局”。但是，中央政府以文件推行中小学布局调整，是从２００１年开始
的。

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２０１２年９月６
日，国办发（２０１２）４８号）。石人炳（２００５）认为生育率水平的降低、人们对高质量教育的需
求与城乡教育差距的矛盾以及城镇化带来的人口迁移是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撤并的重要原

因。郑真真和吴要武（２００５）也认为持续的生育率下降造成学龄人群萎缩，班级规模下降和
学校合并。

农村小学生数在２００１年和２０１１年分别是８６０４８０２７人和４０６５１９８４人，农村初中生
数分别是３１２１３０２６人和１１６２９８１５人。见《中国教育统计年鉴》２００１年和２０１１年。

这个格局始于１９５８年大跃进，我国小学教育迅速扩张，１９６５年小学数量达到了
１６８万所的历史峰值。文革时期一些地区甚至提出“小学不出村，初中不出队，高中不出社”
的口号，初中学校数量也进一步增加（杨东平，２００６）。这导致改革开放以来的义务教育学
校布局调整都是以“撤并”为核心，尤其是农村学校的撤并，比如１９８６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义务教育法》颁布实施后，各地政府以农村中学为重点展开学校撤并工作。

一般四年级以下，多设在人口较少偏远贫困的村寨。

一些研究验证了学区合并对减少教育支出的正向影响，如 Ｄｕｎｃｏｍｂｅ和 Ｙｉｎｇｅｒ
（２００７）；Ｈｕ和Ｄｕｎｃｏｍｂｅ（２００７）则实证研究了学区合并对房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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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认识到学校规模并不是“越大越好”，从单纯地追求规模效益的效率倾向向

注重教育质量提高，提供更加公平的教育机会转变，学校撤并的政策告一段落

（ＤｅＹｏｕｎｇ＆Ｈｏｗｌｅｙ，１９９０）。美国的公立学区数在１９１０年超过２０００００个，而
在１９７０年就不足２００００个了（Ｆｉｓｃｈｅｌ，２０１０）。学校撤并还先后在另外一些国
家和地区出现（Ｆｌｅｍｉｎｇ＆Ｈｕｔｔｏｎ，１９９７；?ｂｅｒｇＢｅｎｇｔｓｓｏｎ，２００９；Ｋｅａｒｎｓｅｔａｌ．，
２０１０；陈桂容，２０１１）。

在中国，生源锐减使得一些农村学校规模越来越小直到自然消失。与此同

时，地方政府在中央政策的激励下，开始了积极主动的学校撤并。农村学校撤

并的速度之快、规模之大，超过了任何一个国家，也超过了中国之前的任何一个

时候。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１０年十年间，农村小学减少２２９３９０所，减少了５２．１％，农
村教学点减少 ９２０７２个，减少了 ５８．５％，农村初中减少 １８００２所，减少了
４５．８％。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平均每一天就要消失６３所小学、３０个教学点、３
所初中，几乎每过１小时，就要消失４所农村学校”①。表１展示了２０００年至
２０１０年间中国小学学生数和学校数变动的情况，从总体来看，学校数减少的幅
度远超过学生数减少的幅度，甚至在城区、县镇小学学生数增长的情况下，学校

减少了４３％；农村小学学校减少６４％。除了完全小学之外，十年间还有超过
６０％的教学点被撤销或者合并到中心小学。

表１　中国小学学生数和学校数变动（１９９９－２０１１）

小学在校学生数 小学学校数

１９９９年 ２０１１年 变动率（％） １９９９年 ２０１１年 变动率（％）

总计 １３５４７９６４２ ９９２６３６７４ －２６．７３ ５８２２９１ ２４１２４９ －５８．５７

城区 　１８３７７６００ ２６０６９５８９ 　４１．８６ 　３２６０２ 　２６２２７ －１９．５５

镇区 　２６３６０７７３ ３２５４２１０１ 　２３．４５ 　８１１６２ 　４５９７７ －４３．３５

农村 　９０７４１２６９ ４０６５１９８４ －５５．２０ ４６８５２７ １６９０４５ －６３．９２

　　注：数据来源：１９９９年和２０１１年中国教育统计数据（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农村

小学教学点在１９９９年至２０１１年间的变动率为－６３．４０％。

从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育质量和促进教育公平的角

度（范先佐，２００６；庞丽娟，２００６；万明钢和白亮，２０１０；雷万鹏，２０１０），农村学校
撤并的改革初衷无疑是好的。十五年过去，尽管官方认定学校撤并“改善了办

① ２１世纪教育研究院（２０１２）：探索农村教育的科学发展之路———农村学校布局调整
政策的评价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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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条件，优化了教师队伍配置，提高了办学效益和办学质量”①，但是没有证

据证实上述效果是学校撤并政策带来的而不是同期加大教育投入等改革措施

带来的。即便是学校撤并带来规模经济，Ｇｒｏｎｂｅｒｇ等（２０１５）的研究表明，如果
学校撤并降低了本地学校之间的竞争，那么学校撤并的好处实际上是被高

估的。

另一方面，也没有稳健的证据说明学校撤并达到了提高农村教育质量的效

果。东梅等人（２００８）发现合并学校与未合并学校学生成绩的差异并不显著。
Ｌｉｕ等（２０１０）发现学校撤并对学生成绩影响总体上是不显著的，但对于四年级
以上学生有显著正向作用。Ｍｏ等（２０１２）认为学校撤并带来的“资源效应”（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ｅｆｆｅｃｔ）提高了由农村学校转学到县镇学校学生的成绩。而卢珂和杜育
红（２０１０）的研究发现，学校布局调整整体上对小学生成绩具有负向影响，而且
家校距离、家庭经济负担、学校配套设施不健全、学校心理疏导缺失等因素对学

生成绩产生负向影响，并且已经超出了学校办学条件等因素对学生成绩的正

向影响。Ｃｈｅｎ等（２０１４）也认为“资源效应”对大多数转学到乡镇学校的学生
并不显著。来自国外的研究发现，关闭学校对学生成绩有很强的负面影响

（Ｍｉｌｌ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３）。
反而是大规模农村学校关闭所带来“上学远、上学难、上学烦、上学贵”等

后果②，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关注③。吊诡的是，这些随学校撤并政策而来的负面

效应，早在２００５年就有研究者提出来过，并在随后的时间里一直被学术界和社
会各界广泛关注，但地方政府并没有放缓、停止撤并农村学校的步伐，反而愈来

愈烈④，直到中央政府于２０１２年９月出台《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

①

②

③

④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２０１２年９月６日，
国办发（２０１２）４８号）。国家审计署《１１８５个县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情况专项审计调查结
果》（２０１３年５月３日）利用审计数据进行了进一步说明。范铭和郝文武（２０１１）根据对陕西
的调查认为，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提高教育质量和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的目标均未实现。

上学距离变远，交通安全隐患增加，寄宿制学校设施不足，过早寄宿生活对学生身

心发展的负面影响，家庭教育负担增加以及学生辍学率上升等。

中国的研究机构和媒体对学校撤并及其后果进行了一系列报道，有代表性的包括

孙强、刘海宏：《走向空壳的乡村学校———乡村教育调查报告》（《华商报，２００９年 １１月 ９
日》）、腾讯网《共和国辞典：学校撤并》（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ｑｑ．ｃｏｍ／ｚｔ２０１１／ｇｈｇｃｄ／５９．ｈｔｍ）、２１世
纪教育研究院的研究报告《探索农村教育的科学发展之路———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政策的评

价与反思》（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７日）。
２０１１年，小学生数减少１４．３４万人，减幅为０．１４％；但小学校数减少１．６２万所，减

幅为５．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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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坚决制止盲目撤并农村学校”①。

如果是基于促进农村教育发展的缘由推行学校撤并政策，那么学校撤并的

速率应当与学生数的变动相一致。现实的情况是，学校数量的减幅远超过学生

数量的减幅。过度的学校撤并，不仅没能实现既定的政策目标，反而带来了诸

多后果。而与执行学校撤并的过于积极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地方政府在义务教

育支出上的“不积极”。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这不是偶然，一些研究发现地方政

府在政策过程中竭尽全力，层层加码以确保完成上级政策（应星，２００１；吴毅，
２００７）；另一些研究又发现地方政府官员“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而消极执行上
级政策（周雪光，２００８；赵树凯，２０１０）。

针对中国农村学校撤并，我们要问，作为一项旨在“因地制宜、合理规划和

调整”的政策②，为什么最终没有被“适当”执行；作为一项“提高农村教育质

量”的政策，最终却“影响了农村教育的健康发展”③？

本文认为地方政府的激励和行为是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周黎安（２００８）
总结了“中国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中地方政府的激励：首先，在中国的政治集权

和财政分权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官员只需要关注能够被考核的目标（“政绩”），

而对不在考核范围或不易测度的后果不予重视，这导致地方政府官员对中央政

策执行的层层加码和逐级放大；其次，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和提拔过程缺乏辖

区居民的偏好显示，导致地方政府没有对居民的偏好做出足够而且有效的反

应；最后，执行中央政策的方向、力度和效果更多控制在地方政府手中，并不可

避免地夹杂着地方政府自己的利益。Ｍｅｉ（２００９）认为不均衡的政治激励使得
地方政府关注经济增长等目标，带来政策扭曲，而中央政府多重目标和间接治

理之间的冲突导致其不愿、不能和没有效率 （ｕｎｗｉｌｌｉｎｇ，ｕｎａｂｌｅａｎｄｉ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来禁止这种扭曲。

本文的研究认为，对地方政府来说，撤并农村学校有两个直接好处，一方

①

②

③

从各地方政府对中央叫停学校撤并的反应以及国家审计署《１１８５个县农村中小学
布局调整情况专项审计调查结果》（２０１３年５月３日）的内容来看，促使中央叫停的最主要
原因应当是学校撤并对辍学率这一义务教育重要的“责任状”和“数目字”的负面影响引起

的广泛关注。

“按照小学就近入学、初中相对集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原则，合理规划和调整学

校布局。农村小学和教学点要在方便学生就近入学的前提下适当合并，在交通不变的地区

仍需保留必要的教学点。”

“导致部分学生上学路途边远、交通安全隐患增加，学生家庭经济负担加重，并带来

农村寄宿制学校不足、一些城镇学校班额过大等问题”，其原因在于“有的地方在学校撤并

过程中，规划方案不完善，操作程序不规范，保障措施不到位”。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

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２０１２年９月６日，国办发（２０１２）４８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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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通过扩大校均规模、减少教师数量来达到减少教育经费支出、方便教育管理

的目的；另一方面通过“小学进镇，初中进城”带动农村人口向城镇集聚进而拉

动城镇化。而这些“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办学效益”的地方利益，与中央政府出

于以学校布局调整应对农村学龄人口下降、提高农村教育质量的政策导向所提

供的政治激励相一致，“上下同好，其必甚焉”。

然而，并非所有地方政府都在以相同的速度和力度撤并农村学校，这种差

异恰好给我们创造了观察地方政府不同激励和行为的机会。本文将会着力分

析，地方政府所面临的激励不同，导致其执行中央政策的效果不同。在过去十

五年间，尽管所有地方政府都大规模地撤并了农村学校，但一些地方政府，由于

拥有更强的激励，撤并了更多农村学校。本文的主要工作在于，从理论上厘清

地方政府执行学校撤并的激励来源和对其行为的影响，说明地方政府在农村义

务教育学校撤并上“十年逐利”的体制根源；利用现有数据，尽可能刻画出前述

的动机和激励对学校撤并的因果效应，以此验证先验理论解释。

二、相关文献

本文在地方政府的激励框架下分析其推行学校撤并政策的激励。Ｘｕ
（２０１１）总结了地方政府官员作为“政治参与人”和“经济参与人”的两类文献，
将中国的政治结构视作“向地方分权的威权主义体制”（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ｌｙ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
ｉｚｅｄ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中央政府通过人事权力控制地方政府，而政策实施和公
共物品提供都由地方政府自主完成。

诸多文献表明，地方政府官员面临的多种激励（如财政分权、政治晋升、本

地目标、腐败收益），共同造成了地方政府强调经济增长、忽视公共服务供给的

现状。在解释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策的行为时，陶然和刘明兴（２００７）提到，中
央政府的政策能否得到贯彻关键在于地方政府的效力，取决于地方政府是否有

足够的动力去实施这些政策。Ｚｈｏｕ（２０１０）认为，在中国政府组织改革举措中，
由于某些激励机制的设计与实际组织运行逻辑不符，导致了激励机制与组织目

标不兼容甚至冲突的情形；而这些矛盾使得在执行过程中组织的正式目标被基

层官员切身利益产生的其他目标所替代。Ｋｕｎｇ和 Ｃｈｅｎ（２０１１）讨论了大跃进
中地方政府激进行为的制度根源，认为在权力自上而下的国家中，为了谋求晋

升，官员必然实行上级偏爱的政策而忽略民众需求，同时，由于没有自下而上的

制约及制度设计缺乏纠错机制，官员没有受到激励解决其激进行为所带来的一

系列负面问题。Ｒａｎ（２０１３）通过田野工作和文件分析，对中国中央政府的环境
政策与地方政府执行效果的差异进行了解释，发现中央政府提供给地方政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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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或者不完全执行其环境政策的激励（政治、财政以及道德感）超过了如实

执行的激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政策执行的差异。Ｊｉａ（２０１４）认为中国的
环境污染之所以如此严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地方政府面临的政治激励所解

释。Ｊｉａ和Ｎｉｅ（２０１５）发现，当煤矿由地方政府监管时，政府有激励与企业合
谋，结果带来了更高的矿难死亡率。

本文将上述讨论扩展到义务教育政策研究。学校撤并是过去１０年中国农
村义务教育领域最重要改革措施之一，其规模、速度和政策影响都值得我们关

注。然而，针对中国义务教育的研究，很少有学者从地方政府激励的角度进行

讨论。既有的研究从财政分权的角度，较为流行的一种解释是地方政府财力不

足导致义务教育支出不足，进而导致农村义务教育的欠发达状况（王蓉，２００３；
曾满超和丁延庆，２００３；王蓉和杨建芳，２００８；李祥云和陈建伟，２０１０；林江等，
２０１１）。乔宝云等人（２００５）以及平新乔和白洁（２００６）通过实证研究，认为财政
分权并没有增加小学义务教育的有效供给，农村义务教育的困境在分权改革过

后并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有愈加困难的趋势。

财政分权和权责不等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地方政府对农村教育发展投

入不足。一方面，如果政府加大投入，农村教育投入不足的状况理应得到改善，

但是一些对“新机制”改革效果进行评估的研究并不支持这个结论（范先佐和

付卫东，２００９；范丽萍和李祥云，２０１０；孙志军等，２０１０；Ｄｉ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６）；另一
方面，财政投入并不是教育发展的唯一要素 （Ｈａｎｕｓｈｅｋ，２００３），即便如此，来
自国外的研究反而认为支出分权促进了教育发展（Ｆａｇｕｅｔ，２００４；Ｂａｒａｎｋａｙａｎｄ
Ｌｏｃｋｗｏｏｄ，２００７），甚至，传统的财政分权理论也是认为地方政府提供地方公共
品是有效率的制度安排（Ｔｉｅｂｏｕｔ，１９５６；ＢｅｓｌｅｙａｎｄＣｏａｔｅ，２００３）。当然，发展
中国家缺少对政府有效的监督，政府被利益集团俘获或者腐败的存在，以及其

政策可能更强调公平而非效率等情形增大了分权供给公共品的成本，使得财政

分权并不一定有效 （Ｔｒｅｉｓｍａｎ，２０００；Ｂａｒｄｈａｎ，２００２；Ｒｅｉｎｉｋｋａ＆Ｓｖｅｎｓｓｏｎ，
２００４；Ｆ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９）。

在新近的研究中，研究者开始关注地方政府激励对教育发展的影响。李小

土等（２００８）认为单纯强调教育财政投入不足并不能解释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的
差异，将财政投入的责任进一步上移也未必能解决农村教育的核心问题，需要

先理解农村教育管理体制的权力结构与变迁逻辑，才能分析农村教育财政制

度、教育管理与教育绩效之间的关系。孙志军等（２０１０）对“新机制”的改革效
果进行了估计，认为改革对于经费投入的总量没有产生明显的效果，这主要是

因为在增加中央转移支付的同时，未能控制地方政府提高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的

努力程度。傅勇（２０１０）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偏向的角度，认为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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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公共物品供给“非不能也，而不为也”，并非因为财力不足，而是缺少提供

的激励。在财政分权的框架下，以晋升为核心的政治激励对于发展义务教育而

言，并不是一个好的激励。激励官员的目标与政府职能设计之间的冲突，使得

地方政府发展义务教育的激励不足，以及只关心可以量化评估的政策目标（周

黎安，２００８）。
具体到学校撤并，在国内的研究中，郭建如（２００５ａ）较早地开始分析农村

学校撤并中的政治经济学，认为乡村政权、社区村庄实力和学校系统之间的复

杂关系使得学校撤并不仅仅是对效率的追求，也不仅仅是地图上的规划，而是

渗透着权力斗争的教育政治过程。Ｚｈａｏ（２０１１）分析了将农村学生转移到城
镇寄宿制学校的政策执行利益相关者：中央政府作为政策发起者，地方政府作

为执行者，以及社会作为消费者。而且发现农民和学生作为布局调整政策的消

费者，无论在政策的形成过程还是执行过程中，都只是被动地参与了政策调整。

邬志辉和史宁中（２０１１）详细总结了过去十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进
程，也发现学生、家长、老师的利益诉求在学校撤并过程中并没有得到重视。这

与国外的改革有所不同。尽管同样是基于财政压力和学龄人口减少的原因，加

拿大安大略省２００６年开始的学校关闭政策要求学校董事会在做出决定的时候
考虑本地社区的意愿 （ＦｒｅｄｕａＫｗａｒｔｅｎｇ，２００５；Ｉｒｗｉｎ，２０１２）。而在美国的学校
撤并中，本地居民的种族和收入异质性是学区和学校数量的主要决定因素，其

原因在于居民偏好的异质性增加了其抵抗学区和学校撤并的可能性 （Ｋｅｎｎｙ
ａｎｄＳｃｈｍｉｄｔ，１９９４；Ａｌｅｓｉｎａｅｔａｌ．，２００４）。

Ｂｒａｙ（１９８７）发现在学校撤并中，各国均把教育教学目的放在最重要的位
置。Ｆｉｓｃｈｅｌ（２０１０）总结说，美国的学区合并既不是国家的创造物（Ｃｒ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
ｔｈｅＳｔａｔｅ），也不是地理上的偶然（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ｓｏｆ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而是农村的“单间校
舍学校”（ｏｎｅｒｏｏｍｓｃｈｏｏｌ）的教育质量无法满足家庭的需求，那些来自“单间
校舍学校”的毕业生发现自己很难进入到高中，家庭的需求以及因为无法吸引

到购房者而造成房价下跌的威胁使得选民同意合并学区。Ｂｒａｓｉｎｇｔｏｎ（１９９９）
发现人口和财产值是决定两个相邻学区是否合并的最重要原因，规模差异大的

两个学区容易合并，而两个中等规模的学区合并则比较困难。Ｄｕｎｃｏｍｂｅ和
Ｙ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７）则认为学校撤并通常是为了能够实现规模效应的经济效率的缘
故，将同样的教育管理支出覆盖更多的学生，同时不降低教育质量。Ｇｏｒｄｏｎ和
Ｎｉｇｈｔ（２００９）的研究讨论了为什么一些学校被撤并了，而另一些小规模学校留
了下来，他们检验了规模经济、学区异质性和州政府、财政激励等因素对学校撤

并的影响。如同Ｈｏｗｌｅｙ等（２０１１）所反思的一样，尽管是出于财政效率和提高
教育质量的目的进行学校撤并，但是由于历史、地理、人口、地方政治的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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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撤并不能完全达到其政策目标，并建议不要采用“一刀切”的办法，而是因

地制宜 （ｃａｓｅｂｙｃａｓｅ）讨论合并或者分拆学区。
在中国，由于农村学龄人口的减少和学校布局分散，地方政府同样有动力

通过关闭小规模学校和教学点来集中资源，实现规模效应，进而减轻税费改革

以来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支出的压力，以及集中人事和行政管理权力 （Ｚｈａｏａｎｄ
Ｐａｒｏｌｉｎ，２０１１）。同时，由于学校撤并政策有诸多配套政策，地方政府也有动力
通过执行中央政府的政策从而获取更多转移支付资金 （Ｚｈａｏ，２０１１）①。雷万
鹏和张婧梅（２０１０）详细考察了各地的学校撤并政策文本，认为地方政府在学
校撤并的过程中过于推崇规模效益，学校规模、服务人口与服务半径成为决定

一个学校是否被撤并的重要指标，其中“由于在校生规模是一个较易量化和操

作化的指标，大部分地区撤并学校都是以在校生规模是否‘达标’为评判依

据”②。雷万鹏（２０１０）使用省级数据对影响义务教育学校数量变化的因素进行
了回归分析，尽管其估计方法存在问题，但是也发现了一些符合直觉的结论：学

生数量的变动带来的“自然型调整”和“政策型调整”是农村学校数量迅速减少

的两个重要原因；城乡教育投入差异越大，学校数量减少得越快，其逻辑在于城

乡教育质量的差异使得农村学生到城镇学校择校借读从而影响了农村生源数

量。李祥云和祁毓（２０１２）使用省级数据估计了学校规模的影响因素，认为在
２００１年之前，中小学学校规模的扩大更多的是由适龄人口变化所引起的；而在
２００１年之后，则主要是教育决策者追求学校规模优势而大幅减少学校数———
“撤点并校”政策所导致的。

三、理论解释

本文旨在解释为什么一些地方政府积极（以至于过度）执行中央政府的农

村学校撤并政策。如前所述，历史、地理、人口等差异并不是农村学校撤并政策

执行力度差异的主要原因。

我们考虑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策的一般激励结构。地方政府执行任何一

项中央政策，都会拥有政治晋升的激励，为什么有的政策地方政府并不会热衷

①

②

其中与学校撤并政策最密切相关的是“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２００４年到２００７
年，中央财政投入资金１００亿元，帮助西部地区新建、改扩建一批以农村初中为主的寄宿制
学校。

雷万鹏和张婧梅（２０１０）的研究发现，近９０％的政策文本将“学校规模”、“服务人
口”和“服务半径”视为学校撤并核心指标，办学历史、学校教育质量、学校设施状况、儿童上

学距离、上学时间、交通便利度、区域文化等因素在政策文本中极少被提及。



第４期 为什么有些地方政府撤并了更多农村学校？ １３　　　

于执行，而有的政策地方政府极其热衷于执行呢？一方面，并不是每一项政策

都带来足够的政治激励效果，政策目标模糊、政策效果不易测度以及政治网络

对政治竞争的影响，都会影响地方政府执行政策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当地方

政府考虑本地利益的时候，如果中央政策对本地利益影响为负，地方政府将会

降低执行中央政策的努力程度；而当中央政策对本地利益影响为正时，地方政

府的努力程度将会超过只考虑政治晋升激励的最优水平，从而带来“上有所

好，下必甚焉”的政策执行扭曲。这一特点可以用来解释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

策时而不积极（如环保、矿难治理）、时而积极（如学校撤并）的情形。

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策的异质性首先体现在政治竞争激励。Ｇｕｏ（２００９）
认为县级政府官员们倾向于通过对可见的、可量化的大型开发项目投资来向上

级政府展现经济和政治绩效。在学校撤并的过程中，地方政府“为邀政绩，层

层加码，以求超额完成任务”，例如提出“三年任务，一年完成”①，“省教育厅要

求各地结合实际在三至五年内完成中小学布局调整及相关的改危、改薄工作，

而我市的目标是在三年内完成，力争两年”，“全省有小学１３３７２所，今年必须
调整到９０００所以内”②等富有运动式色彩的要求。同时，“布局调整”成为一些
地方政府的年度考核目标。在学校撤并过程中，还有地方政府采用目标责任制

和奖惩制③。郭建如（２００５ｂ）发现应聘上岗的学区校长撤并农村小学的积极性
比乡镇政府官员高，这也与政治竞争的逻辑相一致。

异质性也体现在对地方利益的偏好。渠敬东等（２００９）认为地方政府作为
利益主体的角色和追求独立利益的行为在城市化过程中日益增强，成为我们理

解地方政府行为和中央－地方关系的关键所在。农村学校撤并与地方政府的
城市化（城镇化）目标不谋而合，以“学校进城”来推动“农民进城”的动机是一

①

②

③

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ｙｂ．ｃｎ／ｇｂ／２００３／１２／２４／ｚｙ／ｊｒｙｗ／２．ｈｔｍ．徐光明：《中国教育报》２００３年
１２月２４日第１版，２０１３年６月４日访问。

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ｃ／２００３－０７－０３／１６２１３１４４９２ｓ．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３年６月４日访问。
如“农村中小学布局结构调整工作实行政府、教育双线包干责任制。县主要领导、

乡镇长、村委干部分别包干到片、乡、校，教育系统主要领导、科室负责人、中心校长、学校校

长分别包干到片、乡、校。政府线主要负责财务移交、资产重组、动员群众等工作；教育线主

要负责学生转移、教师分配、教学安排等工作。行政教育双线包干，各司其职，明确责任，签

订目标责任书，县政府加大工作督查，奖优罚劣”。（《２００８年睢县农村中小学布局结构调整
实施意见的通知》，睢政办［２００８］４６号，２００８年８月２５日）“从现在起，各位校长要集中精
力谋划本乡镇的学校布局调整工作，按照要求，对照目标任务，不折不扣地完成。每年市对

县的责任目标都要考核，并在全市排名通报，为此各位校长要超前谋划，能提前撤并的就提

前撤并”。（《原玉芹同志在“我的岗位与温县发展”实践活动动员大会上的讲话》）ｈｔｔｐ：／／
ｗｗｗ．ｗｘｊｙｊ．ｃｏｍ／ｎｅｗｓＩｎｆｏ．ａｓｐｘ？ｐｋＩｄ＝５２９４，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０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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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地方政府积极推行农村学校撤并的重要激励①。此外，地方政府推行学校撤

并能够实现通过扩大校均规模、减少教师数量来达到减少教育经费支出、方便

教育管理的目的，进而缓解地方政府教育支出压力。学校撤并过程中的基建建

设、人事调整也能给地方政府带来一定好处②。

异质性还体现在政策成本上。学校撤并并非没有阻力，最重要的阻力来自

于学生家长，尤其是小学低年级学生家长对上学远、不方便问题的关注。然而，

我们已经举例说明了地方政府有办法来化解类似阻力。还有一些潜在因素也

可能成为地方政府推行学校撤并的阻力。邬志辉（２０１０）发现两个只有一街之

隔的学校由于宗族矛盾而无法合并。Ｔｓａｉ（２００７）发现在中国农村，地方官员

会受到寺庙、教堂、宗族等本地利益集体的非正式影响而提高公共品供给水平。

这与Ｌｉｕ等（２０１２）的研究结论相一致，他们认为村庄的政治和社会力量显著降

低了农民的税费负担。

与新中国的农村教育史相对照，类似于过去十年学校撤并的运动式改革并

非偶然。１９５８年大跃进时期“村村有小学，队队有中学”和文革期间“学不出

村，初中不出队，高中不出社”的学校扩张与学校撤并的结果相反，但逻辑却惊

人相似（Ｈａｎｎｕｍ，１９９９；杨东平，２００６）。例如，１９７０年，湖北省文教局在

《１９７１－１９７５年文化教育事业发展规划要点的初步意见》中提出“大力发展高

中教育，到１９７５年要普遍做到区区有高中，社社有初中”，普通中学开始急剧增

长，到１９７６年，全省中学达１７９４９所，为１９６５年８７５所的２０．５倍，其中高中

４０２９所，为１９６５年１４７所的２７．４倍（熊贤君，２００３：２５５）。

四、数据

本文所使用的学校数据来自１９９８年至２０１１年县级层次的《中国教育经费

统计年鉴》，县级经济社会数据来自《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数据包

①

②

“随着农村税费改革、退耕还林等政策进行，２００３年前后，石楼县政府制定了‘撤乡
并镇’‘移民并村’的总体规划，要把散居在全县５０６个自然村的８．９万农业人口，集聚到‘１
城４镇８２个中心村’来。‘移民并村，学校先行’，是石楼县教育体育局提出的一个口号。”
（陈薇：《“撤点并校”十年考———一个国家级贫困县撤点并校的十年》，《中国新闻周刊》，

２０１２年第７期）
“省教育厅还将拿出１亿元用于推进布局调整工作，对于苏北及苏中少数困难县，

按照２０００年底学校数计算，撤并１所小学补３万元，撤并１所初中补６万元，撤并１所高中
补１０万元。”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ｃ／２００３－０７－０３／１６２１３１４４９２ｓ．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３年６月４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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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２９个省级行政单位的全部区县（不含重庆、西藏、港澳台）。尽管存在地级
市政府和省级政府统一规划的情况，学校撤并政策的具体执行是“以县为主”

的，因此影响学校撤并的最直接的地方政府激励应该是来自县级层次的。

本文使用的样本包含了１９９８年至２０１１年拥有农村小学的县级观测值。
我们对样本进行了一些调整。我们去掉了所有城区学校样本。我们以２０１１年
的县级单位规划为准，仅保留在１４年样本区间中全部存在的平衡样本，涉及到
三类地区调整：县级单位撤销或者升级；县级单位合并；前述两个数据合并过程

中的缺失。上述样本缺失与结果变量和解释变量并不相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认为是随机的。实证结果也表明，使用非平衡面板数据的结果并没有太大变

化。最终，我们从教育经费数据中的农村县２７９５６个原始观测值中去掉了６％
的观测值，最终使用的样本有２６２７８个观测值（１８７７县和１４年）。

值得一提的是，数据里没有包括九年一贯制学校和十二年一贯制学校。一

方面，对一贯制学校的统计始于２００６年，之前年份并没有明确归类统计；另一
方面，九年一贯制学校通常被统计入初中，十二年一贯制学校被统计入高中。

由于一贯制学校所占比重非常小，是否包含一贯制学校对结果没有影响。同

时，我们也只保留了地方教育部门办学的农村普通小学（不包括县城小学、民

办小学和特殊教育学校）。

本文的关键结果变量来自《教育经费统计报表基层表》中的“机构数”，只

包括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独立设置的完全小学、中心校、村小学。小学附设的

教学点（巡回点、延伸点等）不计入校数。

图１　全国农村小学学校数和学生数变动（１９９８－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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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使用样本数据展示了１９９８年至２０１１年全国农村小学学校数和学生
数的变动趋势。和表１使用教育部统计数据的结果类似，在样本的１４年区间
里，全国农村小学生数量减少了３８．９３％，而农村小学数量（不包括教学点）减
少了６１．４％，远远超过学生数变动的幅度。图１展示的另一个趋势是，农村小
学学校数和学生数变动差异的拉大正是始于２００１年，这一轮农村学校撤并政
策的开始；这个拉大的趋势一直持续到样本的最后一年。

图２　农村小学学校数变动（１９９８－２０１１，分省）

图２则展示了样本数据里分省的农村小学学校数变动趋势。实线是学校
实际数量，如同在引言和理论解释部分所提出的，各省之间出现了较大的差异。

虚线使用农村小学学生数对学校数进行调整（回归残差），与实线进行比较，学

校数的变动并不能完全由学生数的变动解释。为了验证样本数据的代表性，我

们与省级的《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数据进行比较，发现两者所生成的图具

有几乎一样的变动趋势。

五、实证策略

本文的实证目的是尽可能确认地方政府的激励对学校撤并的因果效应。

与前一章的理论解释相对应，我们使用单层次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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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ｉｔ＝λｔ＋Ｅｉｔ×β＋Ｘｉｔ×γ＋μｉ＋εｉｔ （１）
其中，Ｙｉｔ代表在ｔ年ｉ县的农村小学数量①。Ｘｉｔ包括了随不同县而变化同时也
随时间而变化的变量，为解决控制变量与结果变量同时变化（同一年）的问题，

我们采用滞后一年的数值。λｔ衡量了年份固定效应，而 μｉ则代表了县级固定
效应。εｉｔ是不可观测的误差项，假定省际残差项不相关，我们将残差项聚集在
省层面 （Ｂｅｒｔｒａｎｄｅｔａｌ．，２００４；ＣａｍｅｒｏｎａｎｄＭｉｌｌｅｒ，２０１５）。

Ｅｉｔ是一系列代表地方政府激励的变量，β即是本文所关心的地方激励对学
校撤并的影响。根据理论解释框架，地方政府的偏好、政府间努力程度的相互

影响、参与利益分配的能力、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政策本身的好处以及政策

的成本是政府执行中央政策努力程度的内生变量。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上述

变量都难以直接观测到，本文的实证目标即是使用可得的数据和特定的识别假

设，尽量拟合出前述逻辑假设。

模型（１）的识别假设是，类似于连续干预变量的双重差分模型（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年份固定效应、县固定效应和随
不同县而变化同时也随时间而变化的变量），Ｅｉｔ所表示的地方政府激励变量变
动外生于结果变量即小学数的变动。其一，激励变量（如下面详细讨论的财政

分权）对小学数变动的影响，不通过其他不可观测的渠道。我们认为这个假设

是合理的，因为学校撤并政策是中央突然宣布开始进行的，以及激励变量使用

的是相较于教育发展更一般的政府偏好，农村小学数变动反过来对地方政府行

为的影响应该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控制其他变量不变）。其二，我们控制的是

滞后一年的变量，即前一年的地方政府激励变量对当年农村小学数变动的影

响，使得我们的假设更有可能成立。

我们考虑的第一个激励变量是财政分权。财政分权指标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捕获地方政府参与利益分配的能力以及对经济增长的偏好。文献中常用支

出指标、收入指标和财政自主度指标，陈硕和高琳（２０１２）发现财政自主度指标
对地方公共品供给有积极作用。我们使用县级的财政自主度（本级预算内收

入与预算内支出的比值，通常本级预算内收入和转移支付共同构成了预算内支

① 采用学校数的对数值作为因变量结果一致，为便于直观解释系数值，本文主要汇报

使用绝对数量作为因变量的结果。２１世纪教育研究院（２０１２）提出学校撤并系数来衡量学
校减幅和学生减幅之间的关系，撤并系数＝（学校数减幅－学生数减幅）／学生数减幅，其实
际意义在于同时期学校数量减幅超过在校生数减幅的倍数。但是考虑到学校撤并数量与

学生数关系不是线性进行的，该指标并不能准确地衡量出学校撤并政策，比如当学生数变

动幅度非常小的时候，即使学校数变动也很小，同样可能计算出来非常高的系数，或者学生

数与学校数变动方向不一致时出现负的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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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指标来控制省内财政分权的影响，该指标衡量县级财政在多大程度上依靠

本地经济增长，那么该指标越大，县级政府学校撤并的激励越强。陶然和刘明

兴（２００７）提出，如果经费更多来自于上级政府转移支付，那么地方政府更有可
能迎合上级政府的偏好，而非注重本地需求。为了剥离绝对财政状况对估计可

能造成的偏差，我们在控制变量中加入了县级财政收入占ＧＤＰ比重。
城镇化（城市化）也是地方政府撤并农村学校的重要激励。我们使用农村

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衡量县级城镇化水平。农村人口比重越高，地方政府越有可

能进行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并在“学校进城”推动“农民进城”的过程中获得本

地利益（如土地财政收入）。然而，与财政分权变量不同（主要是上下级政府的

预算安排决定），城镇化激励更有可能受到本地政府的内生偏好的影响（如新

任领导的发展规划），因此，本文报告的城镇化激励的影响的估计可能存在偏

误。Ｗａｎｇ和 Ｙｅ（２０１６）使用自然实验研究设计，证实了城市化激励是这一时
段农村小学被过度撤并的重要原因。

在模型（１）中我们考虑的第三个影响因素是学校规模。在各类政策文本
中，学校规模是一个学校是否被撤并的重要指标。雷万鹏和张婧梅（２０１０）指
出，“由于在校生规模是一个较易量化和操作化的指标，大部分地区撤并学校

都是以在校生规模是否‘达标’为评判依据”。本文使用的县级数据，并不能测

算个体学校的规模。因此我们使用生师比作为规模的测量变量，假定生师比越

大的学校规模越大。在现实操作中，很多农村小学、教学点被撤并的原因即是

生源下降导致生师比下降；而城区学校因为生源增加导致生师比上升①。

上述三个解释变量均是县级层面的滞后一年变量。我们考虑的第四个影

响因素政治激励，则是省级层面的滞后一年变量。我们控制了前一年省内农村

小学数的年度平均变动率作为相对绩效评估的工具。对于县级政府而言，省内

其他县市执行学校撤并政策的努力程度对自身是一种很强的激励。由于省内

平均学校变动率受到省级变量的影响，我们不需要再控制其他省级变量，当然，

这有可能会使得我们将其他省级变量的影响错误地归因于相对绩效考核。为

减少这个潜在的估计偏差，我们构建了第二个代理变量，相对于１９９８年的农村
小学数，前一年省内农村小学数的累积平均变动率。累积变动率捕捉了省内的

共同趋势，减少了所有随时间变化的省级变量对估计的影响。总之，省内平均

变动率（年度和累积），在控制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包括前述三类县级激励

① “砀山县审计局对全县２００９年度教育经费绩效情况开展了审计调查，调查发现：农
村中小学师生比过大，造成了教育资源的相对浪费……建议置换资产、撤并规模较小的学

校”。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ｚｓｊｊ．ｇｏｖ．ｃｎ／Ｖｉｅｗ．ａｓｐｘ？ｉｄ＝４１５１，２０１６－１０－１６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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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与本县的小学数变动的关系应当是外生的，因而我们能够在较大程度

上刻画出政治激励对农村小学学校撤并的影响。两个变量的相关系数为

０．２３５（ｐ＜０．００１）。

最后，我们考虑教育经费的影响。在学校撤并的过程中，合并学校实现教

育经费的规模使用的一个动机即是教育经费的不足。Ｃｈａｎ和 Ｈａｒｒｅｌ（２００９）

在２０００年对四川省一个县的实地调查发现，有可靠的外部资金支持的乡村学

校在撤并中得以保存，而那些严重缺乏资金的学校则更有可能被撤并。我们以

１９９８年的学校支出为基准，构建“干预组”为１９９８年生均支出为省内最低２５％

的县；“对照组”为其余支出较高的县。通过比较两组县在１９９８－２０１１年间

的学校数的变化，我们可以估计出教育经费差异对学校撤并执行结果的差异的

影响。

在模型（２）中，Ｄｉ表示“干预组”的虚拟变量，Ｔ是年份的线性趋势（１９９８

年为０，２０１１年为１３），δ估计的是平均每一年“干预组”的县的农村小学数相

对于“对照组”的变动。为了刻画出逐年变动趋势，我们可以将 Ｔ扩展为年份

虚拟变量δｔ，因而比较的是每一年ｔ的相对变动。与模型（１）相比，模型（２）更

不可能受到内生性问题的偏误，这是因为我们使用的是１９９８年（撤并政策开始

之前）的变量进行分组，而撤并政策本身是外生的。

Ｙｉｔ＝λｔ＋Ｅｉｔ×β＋Ｄｉ×Ｔ×δ＋Ｘｉｔ×γ＋μｉ＋εｉｔ （２）

教育经费受到地方政府财力和发展教育努力程度的共同影响，具体地针对

发展教育努力程度，我们构建了第二个指标。与支出水平的趋势惯性相比，努

力程度可能在不同年份有所变动，使用１９９８年的分类可能并不完全包括努力

程度的真实影响。我们使用１９９８年－２０１１年的数据，估计每一年本文使用的

全部控制变量（包括前述三类县级激励变量和省份固定效应，当年值）和生均

支出之间的线性关系，进而得到估计的残差项。我们认为，残差项在一定程度

上捕捉了县级政府发展农村教育的努力程度。例如，两个财政能力相同（包括

模型中的其他因素）的两个县，生均支出更高（残差项更大）的县有相对更高的

努力程度。为减少与教育经费“干预组”的共线性，我们将残差项为省内最高

２５％的县设定为“干预组”。如果经费处于最低２５％的县更有激励撤并农村学

校，那么努力程度处于最高２５％的县将相对较少地撤并农村学校。１９９８年，

４８１个处于经费“干预组”的县中，有３４个县属于努力程度“干预组”。类似地，

为了减少同期的内生性问题，我们使用滞后一年的数值。

模型中我们还加入了一系列关键控制变量，包括学生数（农村学校撤并的

直接动因）、总人口数、乡镇数等人口、地理特征；人均ＧＤＰ、财政收入占ＧＤＰ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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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等经济、财政状况；以及医院床位数（代理县级政府的其他公共服务偏好）①。

还有一些变量如地形条件、土地面积、革命老区、边区、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等随

时间不变的变量，并不能被固定效应模型估计出来，因而未被包括进回归模型

之中。一方面，我们检验了将其他可得的县级经济社会变量（如各产业比重、

农业产出、人均收入、电力消耗等）加入模型的结果，对系数估计几乎没有影

响；另一方面，上述随时间不变的变量，可以通过与年份的交互项的方式（不同

的时间趋势）加入模型，但上述变量并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因而略去。

六、估计结果

表２报告了模型（１）的基本估计结果。第（１）列和第（２）列只包含了年份

固定效应和县固定效应，展现了这一时期内中国农村小学撤并的总体时间趋

势。第（１）列包含了１９９８－２０１１年样本；而第（２）列去掉了１９９８年样本，与后
续加入滞后一年控制变量数值的样本所匹配。与图１中的全国加总数据一致，

农村小学数逐年非常迅速地减少，在１９９８年平均每县２３７所农村小学的基础
上，平均每年减少约１０所小学；而减少幅度最大的２００１年，减少了约２０所学
校。这一基本描述统计情况印证了一系列针对中国农村学校撤并研究的结论，

２００１年之后政策驱动的效应非常显著。

表２　农村小学学校撤并的影响因素（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农村小学学校数

（１） （２） （３） （４）

解释变量

财政自主度（％） ０．２９５ ０．０７０

（０．２１１） （０．２２１）

农村人口比重（％） －０．２７７ －０．２１８

（０．１６０） （０．１２６）

① ２００６年５月，陕西省教育厅、陕西省财政厅印发《陕西省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指导
意见》，于２００６年开始实施新一轮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工作，要求“关中及平原地区，覆盖
人口在２万人以上的乡镇，原则上设１所初中；陕南、陕北及山区，覆盖人口在１．５万人以上
的乡镇，原则上也只设１所初中。而小学方面：关中及平原地区，原则上一个乡镇设置１所
中心小学和１－４所完全小学，陕南、陕北及山区，原则上一个乡镇设置１所中心小学和１－
３所完全小学。要求经济条件较好的县，于２００８年前完成；相对较差的县到２０１０年完成。”
从上述政策文本中可以看到，我们的控制变量的设置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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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农村小学学校数

（１） （２） （３） （４）

农村小学生师比 １４．００４ １４．５１６

（２２．０１３） （１９．６２２）

控制变量

农村小学学生数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总人口（万） －０．２４９ －０．７４６

（０．５９４） （０．５８４）

乡镇数 ２．３２４ ２．１６９

（０．５９３） （０．５３０）

人均ＧＤＰ对数 －２４．０８１ －１４．８７５

（１２．７３３） （７．５８１）

财政收入占ＧＤＰ比重 －０．８７８ －０．２９２

（０．８８２） （０．３４７）

医院床位数 ２２．２９８ －１５．３９６

（４３．４４０） （２９．２８０）

１９９９年 －１２．２５０

（２．８９３）

２０００年 －２４．３０４ －１２．０５４ －１２．０１３ －５．３８３

（５．３７９） （３．０３７） （２．８５７） （２．９２９）

２００１年 －４４．２０２ －３１．９５３ －３１．９１３ －１８．５７０

（７．２８５） （５．６２７） （５．２２４） （４．９７４）

２００２年 －６０．７９９ －４８．５４９ －４８．５３６ －２８．５２０

（８．２８０） （６．７６０） （６．３７１） （５．８２３）

２００３年 －７２．２６１ －６０．０１１ －５９．９８４ －３３．３１６

（９．４３７） （８．００１） （７．１９４） （６．６１８）

２００４年 －８２．７３５ －７０．４８５ －７０．４３１ －３７．１２８

（１０．２９９） （９．１４５） （８．１００） （６．８０６）

２００５年 －９５．４００ －８３．１５０ －８３．０５６ －４３．１０９

（１１．４２５） （１０．３２６） （８．７７５） （６．５９９）

２００６年 －１０６．０６５ －９３．８１５ －９３．７３３ －４７．１３２

（１２．４６９） （１１．５８９） （９．８９３） （６．９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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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农村小学学校数

（１） （２） （３） （４）

２００７年 －１１３．８０４ －１０１．５５５ －１００．６５３ －４７．７１６

（１３．３６１） （１２．５３１） （９．７９１） （６．７２９）

２００８年 －１２１．９１４ －１０９．６６４ －１０９．４３５ －４９．５６０

（１４．２００） （１３．５２１） （１１．３０４） （６．６９９）

２００９年 －１２９．８９２ －１１７．６４２ －１１７．７６９ －５０．８８７

（１４．９７４） （１４．３９３） （１２．３３３） （６．６０４）

２０１０年 －１３９．４６７ －１２７．２１７ －１２７．０６３ －５３．７４２

（１５．３４１） （１４．９０６） （１３．０３５） （６．９５１）

２０１１年 －１４５．２８０ －１３３．０３０ －１３２．９５９ －５２．９８４

（１５．５４３） （１５．１４９） （１３．３９３） （７．０８２）

常数项 ２３６．６２１ ２２４．３７１ １８１．８２６ ２０５．６８３

（９．４２４） （９．１６３） （７．８６２） （７．９６５）

省年度趋势 Ｎｏ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观测值 ２６２７８ ２４４０１ ２４４０１ ２４４０１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３３３ ０．３１７ ０．４０３ ０．４７５

县数 １８７７ １８７７ １８７７ １８７７

　　注：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皆为滞后一年数值，且在各个年份进行了均值中心化；有缺失

值的变量被编码为０，并在模型中加入缺失变量的虚拟变量。对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

模型的Ｈａｕｓｍａｎｔｅｓｔ结果表明应当使用固定效应模型。第（１）列的对照年份为１９９８年；其

余列的对照年份为１９９９年。括号里报告的是省聚类稳健标准误。ｐ＜０．０１，ｐ＜

０．０５，ｐ＜０．１。

第（３）列包含了三类使用县级数据的解释变量。与理论解释相一致，县级
财政自主度对学校供给有促进作用，县级财政支出中来自本级收入的比重每增

加１０％，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该县少撤并３所农村小学。然而这个影响
在统计上不显著，说明存在较大的异质性（较大的标准误）。与 Ｗａｎｇ和 Ｙｅ
（２０１６）的发现一致，城镇化的激励也是推动地方政府积极执行学校撤并政策
的重要原因，我们发现农村人口比重的系数显著为负。县域内农村人口比重每

增加１０％，该县多撤并２．８所农村小学。县级平均农村小学生师比和学校数
正相关，说明规模越大的学校被撤并的可能性越低，证实了各类文件和报道中

所揭示的，规模效应是地方政府撤并农村薄弱学校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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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由于标准误较大，回归系数并不显著①。第（４）列加入了省级的年度趋势，
用以控制不可观测的省级影响因素（如不同的省份有不同的撤并政策规划或

者政策执行力度），结果非常稳健。

表３　农村小学学校撤并的影响因素（相对绩效考核的影响）

农村小学学校数

（１） （２） （３） （４） （５）

解释变量

省级撤并系数１（％） －０．８６６ －１．００８ －０．０８３

（０．２６９） （０．２９６） （０．１１６）

省级撤并系数２（％） －２．５５９ －２．２０４ －２．１７４

（０．３３６） （０．３３１） （０．３２０）

财政自主度（％） ０．２７７ ０．２２１ ０．２２０

（０．２１１） （０．１７８） （０．１７９）

农村人口比重（％） －０．２８９ －０．２２５ －０．２２６

（０．１５７） （０．１２２） （０．１２２）

农村小学生师比 １７．００９ ２９．５７２ ２９．６１０

（２３．７４８） （３４．８８７） （３４．８７１）

控制变量 Ｎｏ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３２４ ０．４１２ ０．３９１ ０．４５５ ０．４５５

　　注：观测值：２４４０１（县：１８７７）。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皆为滞后一年数值，且在各个年份

进行了均值中心化；有缺失值的变量被编码为０，并在模型中加入缺失变量的虚拟变量。省

级撤并系数１为相对于前一年，当年学校数变动的比例的相反数；省级撤并系数２为相对于

１９９８年，当年学校变动的比例的相反数。对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 Ｈａｕｓｍａｎｔｅｓｔ

结果表明应当使用固定效应模型。第（１）列的对照年份为１９９８年；其余列的对照年份为

１９９９年。括号里报告的省聚类稳健标准误。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

表３考虑了政治竞争对学校撤并政策执行的影响。政治竞争的激励有助
于我们从各级政府间关系的角度去理解地方政府的行为。在第（１）列中，我们
控制了前一年省内平均农村小学数变动率作为相对绩效评估的工具，发现其对

农村学校撤并的影响非常显著。省级撤并系数１为相对于前一年，当年学校数

① 如果使用未经调整的标准误或者县级稳健标准误，上述系数均在统计上显著。文

献中的类似研究如果不调整标准误，可能会得出显著影响的错误结论。当然如果使用学校

层面或乡镇层面的数据，由于样本量的增大，上述由于较大标准误而不显著的系数可能会

在统计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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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的比例的相反数。前一年省内平均农村小学每减少１０％，当年本县多撤
并８．７所农村小学。这个影响在统计上是显著的。在加入其他解释变量和控
制变量后，相对绩效评估的影响仍然存在，前一年省内平均农村小学每多减少

１０％，当年本县多撤并１０所农村小学。同时，第（２）列的结果表明，在控制了
省级撤并系数之后，之前的三个县级数据解释变量的系数并没有大的变化，说

明变量之间的相对独立性。此外，我们使用去掉本县数据的撤并系数 （“ｌｅａｖｅ

ｏｎｅｏｗｎｏｕｔ”）的结果也非常一致，这是因为一个县的学校数对全省的学校总
数的影响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为减少省内年度趋势带来的潜在估计偏差，我们在第（３）列使用了第二个

省级撤并系数的代理变量。相对于１９９８年的农村小学数，前一年省内农村小
学数的累积平均变动率。结果也非常相似，第（４）列的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
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前一年全省平均农村小学相较于１９９８年每减少１０％（每

县约２４所学校），本县减少约２２所学校。第（５）列同时加入了两个代理变量，
由于二者之间的高度共线性，更起激励作用的还是累计撤并比例。上述发现的

实际含义是，如果全省其他县在前一年撤并了更多学校，本县滞后一年基本上

可以追赶上进度。在实际的案例和各类文件中，诸多的“目标责任考核制”的

内容，与我们的实证发现相一致①。

表４　农村小学学校撤并的影响因素（教育经费的影响）

农村小学学校数

（１） （２） （３） （４） （５）

解释变量

１９９８年生均支出Ｑ１年度趋势 －３．４３２ －１．９７７

（１．４５７） （１．１１２）

“经费努力程度”Ｑ４ ３．０９９

（３．０２１）

１９９８年生均支出Ｑ１２０００ －２．２９３ ０．７９２ ０．８００

（３．４８１） （３．３０５） （３．３１０）

① “一位中心校校长回忆，因为工作不得力，在一次教育工作会议上，另一名中心校校

长被点名批评：‘你这个校区还有８所，怎么还不撤啊？怎么撤得这么慢？’被批评的校长不
敢怠慢，下一学期便撤掉５所，超计划完成。第二年，该中心校被授予‘布局调整’工作目标
单项考评先进学校。”（陈薇：《“撤点并校”十年考———一个国家级贫困县撤点并校的十

年》，《中国新闻周刊》，２０１２年第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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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农村小学学校数

（１） （２） （３） （４） （５）

１９９８年生均支出Ｑ１２００１ －１４．７９８ －１０．４４７ －１０．５１７

（９．１２６） （８．３５８） （８．４０３）

１９９８年生均支出Ｑ１２００２ －２０．４３１ －１５．９２５ －１５．８２８

（１２．７７７）（１２．５５１）（１２．４０６）

１９９８年生均支出Ｑ１２００３ －２８．３１０－２１．７９２ －２１．５４２

（１３．０８４）（１２．６７４）（１２．４５９）

１９９８年生均支出Ｑ１２００４ －２９．４６２ －２０．９７７ －２０．７１３

（１４．２５７）（１３．０７９）（１２．８４４）

１９９８年生均支出Ｑ１２００５ －２９．１７１ －１９．４４１ －１９．０７７

（１３．４８９）（１１．９５０）（１１．６２７）

１９９８年生均支出Ｑ１２００６ －３３．２７３ －２１．８１９ －２１．２７６

（１５．７５５）（１３．８６０）（１３．４４２）

１９９８年生均支出Ｑ１２００７ －３９．０９９－２５．８７４ －２５．３１１

（１５．７１６）（１３．０５２）（１２．５９１）

１９９８年生均支出Ｑ１２００８ －３９．６５９－２４．９８１ －２４．２８２

（１５．９６９）（１３．３４７）（１２．７６２）

１９９８年生均支出Ｑ１２００９ －４０．０８３－２４．４４３ －２３．４９５

（１６．８７３）（１３．７３４）（１３．０１４）

１９９８年生均支出Ｑ１２０１０ －４１．１６５ －２４．７３１ －２３．７６５

（１９．８２８）（１５．９９５）（１５．２６６）

１９９８年生均支出Ｑ１２０１１ －４０．９９７ －２３．４０８ －２２．３０１

（１９．９１０）（１５．６６３）（１４．８６６）

省级撤并系数１（％） －０．０７９ －０．０７８ －０．０７８

（０．１１６） （０．１１６） （０．１１７）

省级撤并系数２（％） －２．１７７ －２．１７９－２．１８１

（０．３２０） （０．３２０） （０．３２０）

财政自主度（％） ０．２０８ ０．２０６ ０．１８３

（０．１７０） （０．１６８） （０．１５５）

农村人口比重（％） －０．２０５ －０．１９３ －０．１７０

（０．１１９） （０．１２２） （０．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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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农村小学学校数

（１） （２） （３） （４） （５）

农村小学生师比 ２９．９６６ ２９．７５３ ２９．６２８

（３５．２２３） （３５．３０２）（３４．９８５）

控制变量 Ｎｏ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３２２ ０．４５６ ０．３２３ ０．４５７ ０．４５７

　　注：观测值：２４４０１（县：１８７７）。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皆为滞后一年数值，且在各个年份

进行了均值中心化；有缺失值的变量被编码为０，并在模型中加入缺失变量的虚拟变量。

１９９８年生均支出Ｑ１为虚拟变量，１９９８年生均支出为省内最低２５％的县取值为１。对固定

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 Ｈａｕｓｍａｎｔｅｓｔ结果表明应当使用固定效应模型。第（１）列的

对照年份为１９９８年；其余列的对照年份为１９９９年。括号里报告的是省聚类稳健标准误。

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

表４报告了模型（２）的估计结果。如前所述，如果表２和表３的结果仍然
存在潜在的（但我们认为可能性不大）估计偏误，模型（２）的结论更加接近真实
的因果效应。前４列使用的“干预组”是１９９８年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在本省内最
低的２５％的县。第（１）列和第（２）列估计的是“干预组”相对于“对照组”的年
度趋势。控制前述所有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不变的情况下，１９９８年生均教育
经费支出在本省内最低的２５％的县平均每年多撤并２所农村小学，在１０％的
水平上统计显著。这个结果进一步验证了教育经费的规模效应是学校撤并的

重要推动因素。

第（３）列和第（４）列将年度的线性趋势分解为逐年变动的系数，以此观察
“干预组”县和“对照组”县差异出现的时段。我们在图３中展示了与第（３）列
相对应的估计系数和９０％置信区间。从１９９９年到２０００年，学校撤并政策开始
之前，“干预组”县和“对照组”县农村小学数的变动趋势没有任何显著差别，满

足ＤＩＤ设计中的平行趋势假设。２００１年撤并政策开始过后，当年“干预组”县
就多撤并了１０所学校（比较“１９９８年生均支出 Ｑ１２０００”和“１９９８年生均支
出Ｑ１２００１”的系数，这个１０所学校的减少在５％的水平上统计显著）。

“干预组”县和“对照组”县的差异在随后年份逐年扩大，直至２００４年和
２００５年变动平缓。从时间线来看，这可能和２００４年中央对过度撤点并校纠偏
有一定关系。《教育部、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地区“两基”巩固提高工作

的意见》（２００４年２月１２日，教基（２００４）４号）提出“各地要遵循‘小学就近入
学，初中相对集中’的原则，稳步推进农村学校布局结构调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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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教育经费对农村学校撤并的影响

然而在２００５年到２００７年之间，“干预组”县和“对照组”县的差异进一步
拉大。由于“干预组”县大多数在２００６年开始接受了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新机
制改革。这段时间的变动或与此有关。叶晓阳（２０１３）使用匹配后 ＤＩＤ的方法
和２００６年试点地区的样本，估计了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新机制改革对农村小学
撤并的加速作用，发现“新机制”使得农村小学多撤并了约６％。粗略估计，本
文发现“干预组”县和“对照组”县在２００６年的差异约为３％①。

直到２０１１年，“干预组”县多撤并了４１所农村小学，在５％的水平上统计
显著。在控制其他所有模型中变量的情况下，第（４）列显示“干预组”县和“对
照组”县在２０１１年相差２３所学校，由于较大的标准误，在统计上不显著。

第（５）列加入了教育经费努力程度的变量，与预期相一致，根据我们的模
型预测出来教育经费努力程度在省内最高２５％的县平均少撤并３所学校，尽
管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加入教育经费努力程度的变量，其他结果并没有发生大

的变化。

对于上述所有的估计结果，我们还进行了相关的稳健性检验：（１）加入解
释变量和控制变量滞后两年和滞后三年的数值；（２）加入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
的高阶（２－４阶）形式；（３）表４中的估计使用倾向值加权的方法平衡“干预
组”县和“对照组”县的可观测的差异；（４）利用滞后多年作为滞后一年的工具
变量，使用ＩＶＧＭＭ的方法；（５）加入更多的（不相关的）控制变量，如各产业比
重、农业产出、人均收入、电力消耗等；（６）加入九年一贯制学校和十二年一贯

① 不控制其他变量，表４第（３）列，２００５到２００６年减少４所学校；表２第（１）列，２００５
年平均每个县１４０所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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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学校；以及（７）分东中西部分别回归。限于篇幅，我们并未报告结果，因为结
果非常稳健。此外，我们还对农村初中做了相同的分析，也得到一致的结论。

相对于小学，初中学校数的变动相对平缓，但在过去十年间都在迅速减少。小

学学校的撤并强度、集中化程度比初中大得多，其原因在于初中原本较多分布

在县城和乡镇，且已经分布得相对分散。

七、小结

本文以２００１年以来的农村学校撤并政策为考察对象，讨论地方政府在义

务教育改革中的新政治经济学逻辑。针对农村学校撤并政策，地方政府在积极

执行政策以显示政治忠诚与能力、通过规模办学减少义务教育经费支出以及以

“学校进城”推动城市化等三个方面激励的高度统一，使得学校撤并政策被“过

快、过急、过度”实施，带来了一系列与中央政府政策初衷不一致的后果。我们

的实证分析支持了上述结论。回答本文的标题，地方政府面临的不同激励，包

括财政分权、政治竞争、城市化、规模效应等，是导致农村小学数量在不同地区

出现“政策性减少”差异的主要原因。

本文并不能细致地刻画出地方政府的全部激励，以及这些激励如何最终影

响学校撤并的政策执行。本文存在着诸多不足，待后续工作或者其他学者的补

充。首先，我们并没有考虑地区间的政策差异。不同的省份具有不同的规划和

政策力度，一方面这些学校撤并的省级规划来源于省级政府的激励，另一方面

这些规划又影响了省以下政府的激励和政策执行。缺少对中介作用变量的分

析，使得我们并不能准确地理解学校撤并从省到县的具体过程。其次，作为地

方政府官员的一个重要激励，限于数据，我们没有更多地讨论其晋升激励和机

制。既然执行中央和上级政策成为地方政府官员展现政治忠诚和能力的平台，

那么执行学校撤并政策会对这些官员带来政治利益吗？最后，本文缺少对地方

政府执行中央和上级政策的微观机制的深入分析。周雪光和练宏（２０１２）将政
府的控制权概念化为目标设定权、检查验收权和激励分配权，考察这三种权力

在中央政府、中间政府和基层政府之间的不同分配对政府行为的影响。这提示

我们还需要细致地考察学校撤并政策在类似过程中的变化。

本文使用学校撤并这一“政策实验”，通过对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策的差

异来识别地方政府的激励及其行为逻辑，其理论讨论和实证发现将丰富以下三

个方向的文献。首先，在对学校撤并政策的研究上，国际上的主流研究主要讨

论了地区异质性、政府财政激励等对学区合并、匹配的影响，其影响机制的根源

在于Ｔｉｅｂｏｕｔ模型，决定权在于本地选民。本文呈现了一种政府直接以行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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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进行干预的方式，两种学校撤并方式的不同动机和执行过程，使得撤并后果

不尽相同。Ｗａｎｇ和Ｙｅ（２０１６）证实了在行政干预情况下，学生和家长的选择
仍然受到Ｔｉｅｂｏｕｔ机制的影响。本文的工作为后续比较不同学校撤并方式的后
果提供一定参考，也有助于我们对一项影响如此广泛、如此深远的公共政策进

行深入评估。其次，有关公共教育的讨论大多集中于“公共教育应该如何”，而

实证研究“往往聚焦于证实在各自理论框架下界定之公共教育功能的存在，虽

有实证研究的外衣，却往往未能真正解释公共教育”（王蓉，２００９）。本文从地
方政府的激励入手，加入到“为什么‘公共的’的教育在不同国家、政府、地区又

如此不同”的讨论之中。最后，既有的“中国增长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地方政

府官员的政治激励的分析集中在经济增长领域（张军和周黎安，２００８），而对地
方政府教育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较少，本文对此进行补充。

此外，从政策含义来讲，本文所讨论的问题在解决中国的学校撤并问题和

农村教育发展问题上是非常迫切的，尽管中央政府已经叫停这一轮的大规模农

村学校撤并，但从长期来看，只要现行的制度约束和地方政府面临的激励不变，

暂时的减速并不会停止地方政府撤并的步伐，《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农村义

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中总结的“有的地方在学校撤并过程中，规划方

案不完善，操作程序不规范，保障措施不到位”的局面就不会彻底消失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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